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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8月15日至9月5日在《晨钟》报工作了22天，学界对这段时间内李大钊的行动和思想状况一直众说纷纭，纰误屡见。这
样，就难以把握李大钊早期思想嬗变的脉络，使后面的研究工作容易走入误区。本文拟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地位、《晨钟》的影响、李大钊
的工作情况、交游情况以及李后来离开《晨钟》的原因等诸多方面入手，一一考述梳理，立体化多角度地展示李大钊同志在《晨钟》报的有关史
实，从而一窥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变化的全貌。 

    一 

    1916年7月11日，李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北上至京。（1）当时的《晨钟》报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进
行编辑工作的。 

    关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职位，各种年谱以及不少研究文章都认为是“总编”、“总编辑”或“主编”，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也
称“总编辑为李大钊，经理为汤化龙的私人刘道铿。”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则认为李当时是“副刊编辑”。但据黄河著《北京报刊史话》
（2）记载，“《晨钟》报是由蒲伯英主持，编辑主任为李大钊。” 

    按近代报社编制惯例，总编辑（社长）负责报社全盘的内政外交，确定办报的主导思想。蒲伯英（殿俊）资格甚老，曾当过四川大汉军政府
都督，在民主党以及进步党内都是要员，而且在1896年就办过《蜀报》，对于报纸业务不是外行，故蒲作主持人（总编辑）的可能性较大。再加
上《晨钟》报是政党报，报纸言论口径当然要统一在自已人手里，李大钊当时只是以汤化龙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担任总编辑一说恐怕难令人信
服。至于刘道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至于经理一职在报社内向来是作为报业经营的财务负责人，不直接干预报纸内容。确定报纸风格，
负责每天报纸编排发稿的是“编辑主任”，地位在主笔（评论员）和访员（记者）之上，故李大钊身当此任比较符合实际。（3）其地位应在蒲
殿俊之下，不然就不会有后来“因意见不合而离去”一事发生。 

    《晨钟》报是进步党人物汤派的喉舌（4），当时，汤化龙、刘崇佑（5）、蒲殿俊不管是在进步党内，还是在整个中国政坛上都是风云人
物。有这些人在，李大钊尽管可以起一些作用（6），但并不能完全控制《晨钟》报，因为其地位赶不上汤、刘、蒲。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晨钟》报于8月15日创刊。当时报界是相当繁荣的，北京的《国风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天津的《民意
报》、广州的《民生报》，以及其它地方的《天民报》、《平民报》、《湘江日报》皆为一时翘楚。仅北京一市的报纸除月刊、周刊外，就有80
余家（7），与当时的“高级**集中”同为一大社会景观（8）。 

    报界繁荣是两大因素使然，一是政治空气相对宽松，此时“癸丑报灾”已过，段祺瑞政府对报界的打击还未到来。也就是说，《晨钟》报的
起步阶段，正好处在两次“报灾”中间，“报禁”较弛，各报持论还有一定的自由度。（9） 

    二是经济因素。据时人记载，“当时的报纸以每日一千份计，每月之印刷费一大张为150元，两大张为200元，由此观之，凡具数百元之资
本，即可创设报馆。”（10）汤化龙给《晨钟》报提供的启动资金是1万元，每月津贴是2000元，而且《晨钟》自身的经营情况也不错。其广告
价目表如下： 

    每月1至3日，每字1分。4至7日5厘，8至15日3厘，15至30日2厘。连续3个月95折，半年9折。 

    按每版4万字（4号字）计算（除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征订启事和《刘崇佑律师事务所启事》），《晨钟》每日三版广告，月广告收入至
少在1、2万元左右。当时《晨钟》的报价是送报每月大洋六角，自取5角，零售铜元三枚，就算纸费、稿费、通联费将报价大部抵销，该报的收
入也在每月2万元左右。而其编辑部成员从在中央公园的合影上看只不过14个人。 

    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外界因素，《晨钟》报就可以在京城打开局面了，正如徐铸成回忆“《晨钟》是影响很大的报纸。”（11） 

    三 

    《晨钟》报的编辑部成员有李大钊、白坚武、郁嶷等人（12）。《白坚武日记》里记载当时进步党人以及留日归国人员往来频繁，酬唱几乎
日日不断。李大钊参予的就有宴宾楼、致美楼等几次。梁漱溟也说：“他（指李大钊）在《晨钟》报任职，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13）9月7
日，李大钊在老便宜坊宴请高一涵、秦立庵、田克苏，谈《宪法公言》主诣。（14）加上编辑部成员还在公园合过影，可以断定李大钊、白坚武
的个人经济情况不会太差。李、白离开《晨钟》报自然是思想政治因素。 

    《晨钟》报为日报，除创刊号、增刊外，每天六版。一、四、六版为广告，除药品、美容品以外，每期都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征订广
告，进步党的近水楼台可见一斑。而且,在紧靠“晨钟”二字报头的最显要位置处，自8月18日起，每期都有一则《律师刘崇佑启事》，言“鄙人
现已来京执行业务，事务所暂设在顺治胡同--”云云。可见，《晨钟》开张没几天，刘崇佑已开始与《晨钟》接触，而且因为他是进步党中汤系
的重要人物，故广告位置也特殊一些。从报纸内容上看，《晨钟》二、三版最重要，有启事、社论、国内新闻（电稿，主要报道国内政局、议会
消息）、国外新闻（电稿，主要报道一战欧洲战场战况）、地方新闻等，分条述列，眉目清楚。与社论对角的压版部分为短评“法言”专栏，是
舆论阵地。另外，二版有钟状题标，每期书一条警语。“铁肩担道义”就出自8月20日版上（15）。五版是文艺副刊（文苑），有林琴南的小
说、陈石遗、宗孟（16）的旧体诗，皆为一时之选。白坚武还开辟了“知白室说乘”专栏。报底的“大鸣小鸣”专栏独具特色，一般采用来稿，
内容是对时局的一些牢骚话，格言体，短小精悍，意趣盎然。 

    从发稿数量上看，8月15日至9月5日，白坚武23篇，李大钊14篇，郁嶷9篇，木公（木、木强、责公）6篇。从风格上看，白坚武言辞最激
烈，甚至有“怕起革命者必是专制魔王却是愈怕愈起，怕挨强奸者必是伪道学却是越怕越挨奸。”（17）之语。郁嶷素来“禀性狷介”，（18）
也是慷慨陈词，而李大钊较之持重得多，论述严谨，逻辑性很强。曹聚仁回忆说当时报界流行文体有四类：一为严复的译文体，二为章太炎的古



文体，三为梁启超的报章体，四为章士钊的政论体。李明显集梁、章（士钊）之所长，既汪洋恣肆又缜密谨严。 

    四 

    李大钊在《晨钟》所发的稿件，除一则启事和一则小说外，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评社论（包括发刊词）7篇，另一类是新思想新人物
介绍5篇。当时，去日本学政法归国的学生大多对如何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制度抱以极大热情。这时的李大钊、郁嶷等人也是通过有效的“法”来
制约统治者，达到民主共和的目标。具体的政见是希望段、黎协调一致。要求“一、平息党争。二、不讦阴私。”（19）甚至说“黎公之浑厚，
段公之刚毅，风雨飘摇之会。吾人对于国事之前途有一线希望者，异口同声曰惟二公是视。”（20）这与当时进步党人汤派的初衷是一致的。
（21）故8月22日《晨钟》报警钟上写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子健（应为建）语。”但李大钊高于众侪之处就在于站得比较高，对问
题的看法较宏观，视野更加开阔。他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明显有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影子，是希望国人“惟
知跃进、惟知雄飞”。在哲学上，《“第三”》的思想类似辨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若说是影射时局，那也是希望段、黎调和并且一同努力使中
国更加富强，并不是简单地调和共处就了事。在现实问题上，除了批评“报馆太多”（22）和提倡“政坛演说”（23）外，还对宪法会议的召开
表示“谨馨香顶礼以尽庆祝之诚。”（24）并认为“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托。宪法会议者，宪法之所由生也。”(25)但是，李大钊并未停留在当
时大多数进步党人迷信宪法的层次上，而是已经意识到了在“法制”背后还潜伏着更大的国民性的隐忧。他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
专与争，乃立宪政治这大忌，而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除专制国民之根性。”（26） 
在五篇介绍性文章里李大钊介绍了与自已“青春”精神相近的人道主义者达科儿（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并且用很短的篇幅介绍了哲人尼采和培根
的“偶像说”，宣扬用尼采式的否定精神来打碎“偶像”。在《奋斗之青年》里，李大钊介绍了美国“便士报”的创始人霍勒士  格里利，此人
“公称是一个辉格党人，另一方面却为大众利益奋斗。”（27）李大钊以此人为“奋斗青年”的代表，很可能是与自已也是出身微寒而且也投身
报业有关。可见，这时李大钊对报纸的社会功能是相当重视的。 

    从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看，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爱国青年。大的政治报负是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现实关怀是希望
段、黎合作，共谋国家大业。由于李大钊与孙洪伊“私交甚厚“（28）而且这一时期里过从甚密，（29）已露出倾向于孙洪伊一派的端倪。 

    五 

    小说《别泪》，实际上是篇政治寓言。李大钊不是文学家，小说的艺术手法自可另论。对于文中人物各影射谁，学界中的各种说法可谓五花
八门。比较典型的是说丙支少年迪穆为李大钊自况，陶菊隐甚至认为丙支就是暗指国共合作。（30）众所周知，1916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误
读的造成是由于对当时的时代政治面目背景不太清楚。一看到丙支“尚清谈，喜批评是非”就认为是李大钊，再加上丙支的迪穆是少年，而且为
正面人物, 故形成了思维定势。其实，当时“尚清谈，喜批评是非”的又何止李大钊一位呢。科学的方法是将小说还原到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斗
争中去加以解读，方能得到正确答案。 

    首先是小说的题目“别泪”，讲少女桐子与丙支少年迪穆分别，明显与李大钊离开《晨钟》报相对应，小说第一句“华氏，神京世族也。”
当是影射北京的政党无疑。少女桐子自幼许给丙支，与华氏又是“姑表亲”，若知道李大钊曾任过汤化龙的秘书，则不难推断桐子即指李大钊自
已。那么从李大钊离开《晨钟》的行为可以知道丙支即汤化龙一派，而且汤化龙一派中也的确“多为文弱书生，尚清谈，喜批评是非。”李大钊
借少女之口说：“君子昔时，不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乎？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此事君子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君子不尝向妾自白矣乎？
曾几何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谈，妾固知非君子之初心，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这是暗指汤化龙以前曾
与袁世凯合作过，而现在丙支与甲支要合作，是汤化龙要与进步党中“拥段”派合作，助段祺瑞这种“异姓之豪强”。李大钊是劝汤不要忘了
“伤心之痛史”而重蹈“覆辙”。这样看来，“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的甲支是进步党中的“拥段”派，那么与甲支“势力相埒而不相睦”的
乙支便是进步党中与“拥段”派相颉颃的孙洪伊一系。而且，“小孙系”也的确“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与躁暴者，但其奋斗
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这样解说，似更合理。 

    小说最后说，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又“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而离去，后来丙支少年迪穆又得到桐子帮助，破镜重圆。很
清楚地写出了李大钊这时复杂的心态，不愿意跟汤化龙走，又依依不舍。希望汤能迷途知返，自已以后还会效力并与汤共谋大业。这决不是有的
学者想象的断然决裂和反目成仇。（31）小说的题目“别泪”已蕴含了这层意思。 

    一点推测：丙支青年迪穆，很可能是Democracy（民主）第一个音节demo的音译。1912年10月27日，民主党在上海成立时，汤化龙、刘崇
佑、蒲殿俊、孙洪伊均是骨干。1913年12月，李大钊去日本留学就是当时这批民主党人（汤、刘、蒲都曾留日）资助的，而且汤、孙在民主党期
间与李大利关系相当密切。故李大钊以迪穆影射汤化龙，含义不言而喻。 

    六 

    李大钊于1916年9月5日离开《晨钟》报，学界普遍认为是“意见不合”，到底是什么意见不合呢？目前学界尚无充分研究。 

    李大钊政治报负上的大方向当然是与汤化龙诸人格格不入，这自不待言。具体政见此时亦分歧加剧。前文说过，汤派对段祺瑞的看法有一个
转变过程，李大钊对时局，对段、对孙（洪伊）、对汤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从《晨钟》报上可以反映出来。 

    《晨钟》报上除了李大钊、白坚武、郁嶷的文章外，还有一位木公（此笔名又转化为木、木强、责公），当时汤派的进步党人中只有一位可
能用这样的笔名。刘崇佑，字崧生，木公即为松，他不光是汤系里的骨干，而且早在1911年就与林长民（宗孟）等人办过《建言日报》，“以发
挥宪政精神，指陈地方利病为宗旨。”（32）可见刘不光在办报上是内行，而且早就与后来成为“甲支”（拥段派）的林长民过从甚密。他在8
月19日《晨钟》报上“法言”专栏有《失辞》短评，说“今大总统不私天下，因事择人。但宜黾勉以从事，曾何感激之足云------共和国之官
吏，全国之公仆也------感激下忱，当对四百兆之主人翁以一一鸣谢，何至独向大总统。其为全国公仆之一（员）而出此丑态乎？是谓名不正，
言不顺，而望其政事有成，得否也？噫！”，署名“木”。明显是攻击拥护大总统（黎元洪）的孙洪伊一派。更有甚者是：8月23日版的短评： 

哉段总理 

    段总理以元老资格支持民国危局。思维前后，厥功甚伟。此次众议院以大多数通过，参议院当亦不甚相远。 

    天下事希望愈殷者，甚实践愈难。以往之丰功伟业敬闻命矣。今后更宜恢宏廓大。示国人以公勿偏勿囿，斯亦全国人所深望也。 

    这与前文提到过的白坚武的“黎公之浑厚、段公之刚毅------惟二公是视”的口径大不相同。一张报纸内，出现两种声音，其分岐可见一
斑。前文说过，刘崇佑在进步党内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比李大钊要高，故在使李大钊“洒泪而别”的问题上，刘起了很大作用。段祺瑞系与孙
洪伊系的主要分岐在于地方自治问题。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不到一个月就加入了《宪法公言》（主持人为孙洪伊，经理为秦立庵（广
礼）），并发表了《省制与宪法》等鼓吹省制的文章，也可说明李大钊的思想由协调段、黎，反对只拥段，发展到倾向于孙洪伊是渐变的。事实
上，李大钊离任的当天，“研究系”的干将陈光焘就接任李大钊的编辑主任一职，（33）也可反映出汤、刘一系希望什么样的人担任这一要职。
而且在李大钊去职一周后（34）的9月16日《晨钟》报的报头旁，原来《律师刘崇佑启事》的版面较以前大了一倍，题为《律师刘崇佑事务所迁



移广告》，说“鄙人现移寓丞相胡同晨钟报社内如有接洽事件者请惠临该处为幸。”,并且，在后来的《晨钟》报上不时有刘的文章出现。刘还
当过一阵子总经理。 

    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李大钊与汤、刘的分岐。就是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进步党人90多人在安庆会馆开会，成立“宪法案研究会”，3
1日，举行正式成立会并宣称“以自由精神按国情，察外势，据学理以研究宪法案。”9月2日的《晨钟》报刊载了详细情况。同日，以王家襄、
陈国祥、蓝公武、林长民为首的180余人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声称“研究宪法、举其所得以供国会参考。”《晨钟》报不见登载，反是9月
4日的《申报》上有报道。当时各报早已有电稿设备，说是《晨钟》无意漏报，似说不过去。若说前者因为李大钊与汤化龙关系不错而发稿，那
么后者也是进步党内的大事，不见报，编辑主任应负其责。两个“研究会”在“拥段”问题上达成一致，再加上“先天本一气”（35），故于9
月12日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这件事发生后，《晨钟》报于9月14日，《申报》于9月17日都发了稿，
这时李大钊已离开了《晨钟》报，刘崇佑正好此日搬进来。 

    可以说，李大钊在《晨钟》报期间，正是进步党内汤派一系为了与孙洪伊一系相抗衡（36）而合并调整，并由协调段、黎发展到“拥段”的
阶段。李大钊此时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发生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之复杂，是可以用一掬欲语还休的“别泪”来比赋的。事实上，“丙支”无拳无
勇，“多文弱书生，尚清谈”主要是利用《晨钟》报等舆论阵地发挥社会作用。“喜批评是非”的长处是用上了，故在段祺瑞执政后，梁启超、
汤化龙、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要角分任财务、内务、司法和教育总长，蒲殿俊出任内务次长，王家襄担任了参议院议长，陈国祥任众议院副
议长。而且，这批人亦开始同段在政坛上共进退，《晨钟》报完全成了“研究系”的机关报。 

    七 

    总的看来，李大钊在《晨钟》的22天里，整个中国社会政局、进步党政团内部、李大钊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处于一种对应的动态过程。这三方
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这三者是同构的，那么本文的剖析似可成立。这种剖析之于对李大钊的研究似比“操行评语”式的方法更实事求是
一些。实事求是是必须的，不管研究对象是李大钊还是别的什么人。文中的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因为，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注释： 

（1） 见《白坚武日记》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41页。 

（3） 见《李守常启事》言辞去“编辑主任”一职。载《李大钊文集》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文集》。 

（4） 《晨钟》报创刊时，“宪法案研究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还未成立，更不用说二者合并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
了，学界公认《晨钟》报一开始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不确。《晨钟》创刊在前，研究系出现在后。 

（5） 刘崇佑  字崧生，福建闽侯人。1877年生，清举人。早岁赴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1913年曾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6年恢复国
会时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并在北京执律师业。据徐有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439页河北人民出版
社1991年版。 

（6） 据《李大钊年谱》第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以及有关研究文章，认为《晨钟》的名字就是李大钊起的。 

（7） 见方汉奇编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059页至10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 见《新现象》，载《文集》第211页。 

（9） 后来，《晨钟》报是在1918年9月被勒令停刊，12月1日，更名为《晨报》复刊，著名报人张季鸾入狱是在9月24日，《公言报》的黄希
文、王德如被捕是在11月22日。 

（10） 据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说当时有200元就可以开报馆,见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106页。 

（11） 见徐铸成著《报海旧闻》第5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铸成回忆有误用，李大钊在该报的时候，应为《晨钟》报而不是《晨
报》，故应为“《晨钟》是影响很大的报纸。” 

(12) 高一涵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先生》一文里称：“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
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不干了。”云云。载《回忆李大钊先生》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其实，李大钊在《晨钟》总共干了22天，
不是两个月。《白坚武日记》里记载“9月2日，晚接高君一涵，车刻已改。------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是说自已（白坚武）意见
不合，到9月5日，李大钊就离开了《晨钟》报，可见高一涵回忆有误。他并未参予《晨钟》报的工作，而 是加入后来的《宪法公言》的采编工
作。 

(13) 同上引书87页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一文。 

(14) 见《白坚武日记》第36页。从白坚武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李大钊离开《晨钟》报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然不会马上谈到《宪法公言》的
主诣。 

(15)“铁肩担道义”与“妙手著文章”并不是出于同一天报纸。“妙手著文章”出自明杨继盛“辣手著文章”。一“妙”一“辣”，意味迥乎不
同。“辣”者体现出杨继盛对魏忠贤的愤恨，“妙”者体现出李当时意气较为平和。 

(16) 即林长民，后来也成为研究系干将。 

(17) 见《晨钟》8月20日“大鸣小鸣”专栏。 

(18) 见黄旭《<郁嶷文集>序》,载《李大钊史事综录》第70至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 见《晨钟》创刊号  郁嶷《〈晨钟〉报立言之标旨》。 



(20) 见8月27日《晨钟》“法言”专栏，无题，署名“惺”，即白坚武。 

(21) 张国淦在《中华民国内阁篇》里记载当时汤化龙是希望段、黎调和，因为汤与黎是同乡又同时发迹于辛亥。但“黎独属意于国民党的谭
延  、孙洪伊诸人，对汤、梁（启超）并没有特别推重。研究系当然不甚满意，渐趋疏远------加之内务总长孙洪伊与汤早已势成水火，还有黎
身边的人挑拨，------汤很气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策划一切。”可见，汤化龙一派从调和段、黎到“拥段”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22) 同（9）。 

(23) 见《政坛演说之必要》，载《文集》191页。 

(24) 见《祝九月五日》 ，载《文集》215页。 

(25) 同上。 

(26) 见《权》 ，载《文集》第190页。 

(27) 见 埃德温  埃默里  迈克尔  埃默里著，苏金虎等译《美国新闻史》第171至175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28) 见高一涵《回忆李大钊同志》，同上引（12）书。 

(29) 见《白坚武日记》第34至第36页。 

(30) 见陶菊隐著《蒋百里传》第5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1)《文集》217页《李守常启事》说“鄙人此后，倘于一事一理有所指陈，仍当寄登本报，就正当世。”也未看出有割袍绝义的意味。李大钊
后来的确寄回过稿件。1919年2月7日的《晨报》上刊载《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落款是“守常投稿”。 

(32) 见方汉奇编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第54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33) 见9月5日《晨钟》报《陈光焘启事》，其与《李守常启事》并列。9月6日版亦是如此。 

(34)《白坚武日记》第36页记载。“9月7日，------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说明李大钊已从丞相胡同搬出。 

(35) 见9月17日《申报》。 

(36) 孙洪伊一派于9月9日成立“宪法商榷会”，为国会内第一大党。但孙、汤的分歧由来已久，决不是在成立了党派以后才发生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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